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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新世界”萌芽：《我城》的乌托邦书写研究

初瑛竺1

（1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我城》不仅标志着西西香港意识的萌发，也构成其乌托邦书写的开端。西西在《我城》中构筑出
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的“香港乌托邦”图景，其核心可从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以及时间维度三重关系加以理解。
这一乌托邦构想不仅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折射出彼时香港社会的复杂处境与身份认同问题。
一方面，乌托邦书写体现出作者对当时香港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承载着对未来社会结构
与多重关系的积极展望与美好愿景。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之中，乌托邦不仅成为西西批判现实的镜像空间，
也成为想象未来共同体的精神寄托，展现出西西对香港现实及其未来可能性的深切关怀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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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文学史中，西西的《我城》无疑是一部如地基一般的经典名作。《我城》于 1975年开始在《快
报》连载，1979年发行第一版单行本[2]。此前其文本解读和研究方向多种多样，此后也将随着读者和研究
者不断地阅读和挖掘，生发无限阐释的可能。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我城》的探讨大多聚焦于城市
书写、本土意识、童话写实、跨媒介等方面，多是针对《我城》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较少联系到乌托邦这
一文学讨论中的经典议题。而在少数关于《我城》与乌托邦的研究中，陈洁仪的《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
与现代性》[1]从地域空间视角探讨“我城”与恶托邦的关系；王蕴懿的《美丽的新世界：谈西西的乌托邦书写》
[2]结合《我城》、《飞毡》和《我的乔治亚》三部作品，综合分析西西乌托邦书写的脉络，并认为其乌托邦
书写进程呈现为内在统一的多重变奏。然而在上述两篇文章中，一篇以点带面，目光聚焦于科幻元素、现
代性与恶托邦；一篇则是主要关注《我的乔治亚》，对《我城》乌托邦书写的整体分析不够全面。然而，
纵观西西的写作历程可以发现，《我城》不仅是西西香港意识的萌芽，更可以说是她乌托邦意识呈现的起
点。西西的乌托邦意识为何从《我城》开始生发？其乌托邦书写又如何在文本中得以初步呈现？诸如此类
《我城》与乌托邦意识和书写的联结亟待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本文将以“乌托邦书写”为基点，对《我城》
进行深入解读，探索西西在《我城》中渗透的乌托邦意识，为研究西西的乌托邦书写做进一步扩展与补充，
并进一步考察这一乌托邦书写如何映射出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与文化愿景。

一、乌托邦·我城·香港

乌托邦（Utopia）一词来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 151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在这本极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中，莫尔借探险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描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国
度，即乌托邦。从构词层面上来看，“Utopia”囊括了希腊语的“ou”（表否定）与“topus”（地域），直译为“不
存在的地方”；但同时，这个词又暗含“eu-topia”（美好之地）的谐音双关，由此构成一语双指。因此，乌托
邦既表示无处可寻的幻想之境（不存在的地方），又最终指向人类的完美社会追求（美好之地），具有批
判现实与构建理想的双重属性。

“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3]。
纵览此前种种乌托邦形象可知，孕育乌托邦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现实世界里有一个急需改进、令人不满
的社会。例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彼时英国的社会阶级分化、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示了不满；柏拉图笔下的乌
托邦形象“理想国”对希腊社会的现实、政治和教育进行了批判；陶渊明的“桃花源”基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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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晋而诞生，西西“我城”的现实基础——香港，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香港的经济于 20世纪 70年代起飞，
而《我城》反映的是正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港督麦理浩于 1971年上任之后，在任内推动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当中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发展新市镇、扩展中学及高等教育、改善社会服务及设施、打击罪恶等”[4]。
这些改革使香港社会面貌发生深刻转变，港人因此充满斗志与希望。经济发展带动身份认同的增强，香港
逐步摆脱边缘地位，港人更多开始关注本土，并以身为香港人为荣。由此港人逐渐产生香港意识，香港作
家开始进行“香港书写”[5]。此种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是西西进行“香港书写”的动因之一，西西爱香港，
也通过笔尖反映香港，因此“我城”意识和《我城》就此诞生。然而希望与忧虑并存，彼时的香港伴随经济发
展也产生许多社会问题。面对石油危机、人口膨胀、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电力紧缺这些社会问题，
西西借助阿发班主任之口表示了对当下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
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
丽的新世界。”[6]值得注意的是，“美丽的新世界”来源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经典反乌托邦小
说《美丽新世界》，西西在书中有意且多次使用该词组，正是其乌托邦意识的一个明显表露。西西本人也
在手稿中对乌托邦有这样的评价：“好像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我的体内就埋着那样的一粒种子，不时
发芽抽叶，令我不安于室。”[7]实际上，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二者融洽地相交辉映于《我城》
中，其动因都是源于一种“不妥协、要改善现实的精神”[8]。西西谈到《我城》的时候说过：“以往我写的是
存在主义式的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这小说不同，看事物抱持另
一种态度，开朗多了，收结也充满希望。出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新大陆，大家可以搬到那里去。”[9]这个“地
图上没有的新大陆”，不仅是西西在当时的香港环境下建设心灵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乌托邦书写，也是她用来
构建理想社会生活与和谐人际关系的载体，西西笔下营造出的“我城”正是她乃至无数港民心中的“香港乌托
邦”。可以说，因为香港意识的生成，西西写出了关注香港的《我城》；又因为彼时香港社会存在许多问题，
西西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对香港的未来进行展望，以乌托邦的形式对“我城”进行虚幻建构，同时对现实社会的
危机进行乌托邦式的解构与“童话”和“寓言”式重塑，其乌托邦书写于此得到初步展现，因此“《我城》可以
说是西西乌托邦的构建”[10]。

二、“我城”中的人与城

纯洁高尚的人格、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固牢靠的社会结构一向是乌托邦社会的核心追求之一。
当西西面对飞速发展的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以一种迅猛的态势席卷香港并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时，她
的不安与担忧也随之而来。在《我城》的乌托邦构建中，她对众多个性迥异的角色进行塑造，使人物展现
出一种趋向极致的人格崇高性。这些人物具备纯善、乐观等理想化品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为“我城”
做出个人贡献以维护社会稳定。在近乎稳定和谐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本性逐渐被引导至完美状态，从而超
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构建出一种接近无暇的纯净状态，进而逐步
建造与表现高度和谐的社会关系。通过对人本身、人际关系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西西展现了对“我城”这个美
好社会的文学想象，实现对社会现实的理想化超越，同时蕴含对现实社会局限性的思考。

（一）至真至善：人的主体性与纯洁性塑造

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通过对个人集体化的描绘，试图消解个体的独立人格，削弱人物的
个性特征，使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吞噬个体存在。与此相反，西西将创作视角聚焦于平凡世界
中的普通人。在希伯来先知者关于乌托邦的叙述中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个人，此后乌托邦叙述注重对个人的
主体性及美好品质的书写，“个人”因此成为乌托邦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通读文本可以发现，书
中没有固定的主角或处于中心位置的主人公，即角色无主配之分，人人都是“我城”的主角。随着叙述人物的
转变，叙述视角也是移动的，“每一个人物或场景的单元不啻一个固定的视点”[11]，这极大地突出了人物形
象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和存在价值。不仅如此，在主体性之上，还可窥见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此种联系可
以理解为是人物的聚合，是对香港年轻一代本土青年的整体形塑。这主要体现在“我”——阿果身上。阿果是
《我城》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只有阿果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其余叙述者在叙事口吻上则处处蕴含
阿果的影子，与阿果具有相似性。如果说阿果是香港新生一代青年的“点”，那么其余人物则是香港本土青年
的“面”。所有人物既是自己本身，也是千千万万个香港“阿果”的缩影，即 20世纪 70、80年代香港新生代群
体的代表性象征。正如何福仁所言：“《我城》的我，是小写的我……这个我，当然是主观的创造；是表现，
而非再现。”[12]《我城》的众我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改善“我城”的环境，就必须改进自我，然后众志成城。
“然而这样子的我，平凡里已见不平凡。所以书名《我城》，而不是《我们的城》”。[13]通过描写日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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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献，《我城》彰显了个人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价值，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与自我决定的力量。
在这座城中，阿果、阿发、麦快乐、阿北、悠悠、阿游等人的工作与生活虽显平凡，却蕴含深刻的人

文意涵：“如果说《我城》是有关某个时空的年轻人的小说，则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体
现了年轻人美好的质素：开放，乐观进取，不断发展，充满可能。”[14]他们皆秉持善良纯洁的品性，展现出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以温和的视角关照“我城”，体现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与美好追求。西西认为：“香
港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
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我写他们，写他们的生活态度。不过，我可不想
太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不要忘记，那是反英雄的时代。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园、修理电话，
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
的。”[15]当阿果谈到其职业规划时，邮差、清道夫、农夫、渔夫等平凡的“蓝领”职业都是志愿的一种，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其余人物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我城”的发展贡献个人力量。根据“异化论”可知，
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往往会伴随人性的异变。然而西西却反其道行之，在书中赋予人物纯洁高尚的人格和
趋于极致的单纯和善良，这在麦快乐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麦快乐帮助游客赶走黄蜂而自己的双
手却被叮肿，牺牲两天的午餐费刊登失物招领广告，帮助阿果适应工作，自己多承担工作等等，都是其善
良的体现。文本与现实对读见，这种描写实际上是西西对当时香港社会情境的情感投射，体现了她对现实
中人性的思考和重构。西西以孩童视角和童话口吻描绘“我城”，塑造一群至真至善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种
乌托邦式的纯洁与崇高。这恰恰是对现实人性关系弊病的强烈反思与深刻批判，呈现了一种渴望回归真挚
情感与人性关怀的理想状态。

（二）打破冷漠：人际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西西在文本中多次表现出机械工业社会带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的冷漠，这也是反乌托邦文学着重
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间离状态。在第 4节中，西西明确表示：“现在可是引力能的时代了，一切都变了
许多，那么触目即是的人，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16]这体现她对图腾社会
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在第 10节中，则体现她对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西西塑造了一个被包裹的世界，这
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断。在这里的人与物都被包裹起来，失去与外界沟通的途径，“包裹是意味人
们不相往来了”[17]。在整篇文字的叙述和渲染下，城市呈现出一种缺乏活力的状态，充斥着沉闷与萧条。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显得极为匮乏，社会关系趋于冷漠，体现出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人际关系的疏松。不过西
西依然内置希望在其中——一个舞挥着一把剑朝周围刺割的人。西西并未对该人物有过多描述，其形象显
得尤为模糊。因此，此人物具备某种程度的泛指性，亦可视为“任何人”的代表。西西将生机蕴藏在剑中，以
第二人称的叙述将读者也带入包裹世界，并且试图将这把剑传递给“你”。“你”要选择继续留在包裹里，还是
割破一个个城市的包裹？这既是她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抗和不满，也期待着读者从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收
获，运用这把“剑”，和她一起积极割开包裹，构建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社会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不过《我城》中塑造的人际
关系并非于一开始就呈现出十分和谐融洽的状态，而是伴随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在第 6节中，麦快乐因
打扮新潮，被社区居民误认为“不务正业”，并因此在赶电梯时被留在电梯里。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解释，但仍
未能打破刻板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慢慢搭电梯并主动打招呼，最终逐渐获得居民的接受。麦快乐
作为香港新生青年的代表之一，与阿果有所不同，他的“牛仔裤”和“长头发”代表的是一种新潮思想。居民从
一开始的不信任到逐渐接受，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开放、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贯穿始终，最终指向的是对人际
关系的建构，以及多元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可。西西通过麦快乐的经历，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从
冷漠疏离到和谐共处的转变，成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人际关系的重塑与调整，实现了社会关系的
再建构和人际关系的复归。

虽没有在一开始就呈现完美的人际关系，但西西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关注在《我城》中也有体现。同
样是在第 6节中，麦快乐对于公园门口的“黄人绿狗，不得入内”十分愤怒，于是自己写了一张“咖啡或茶，
免费供应”的牌子替换，并表示将来的公园就会如此。这是对未来的展望：人与人之间没有歧视，而是一种
平等温情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展望与重构作为西西乌托邦书写的关键组成部分，展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未
来图景，成为构建理想社会的核心要素。它不仅是乌托邦人性表现的载体，更通过其内在的张力突破了人
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推动了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情感的复苏。西西“敏锐地遇见了全球化征象下的市区重
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有机社群解体’……她“寄望于人际的沟通、文化的觉醒和多元开放”，从而建立互助
信任和开放包容的有机社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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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与自然——和谐与抗争

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占据重要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而是共
生共存的伙伴。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反映了人类对于理想生态秩序的追求：“只有实现了生态理
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理想；反之，如果缺乏生态理想的引领和烛照，则不足以在
社会发展、道德修养、人格建构等方面达到理想境界。”[19]由此可见，生态理想深嵌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中，
为其稳定发展提供自然支持。在《我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和谐”与“抗争”两种互为张力的模式：
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与事物的尊重与顺应，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也不乏人类在极端环境
中对自然的抗衡与挣扎。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的深层互依关系，使自然既成为
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乌托邦叙事的内在支柱。

（一）尊重与顺应：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论”（Animism）来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该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遍
布‘类人’的生命和意志”[20]，即万物皆有其内在的生命力与意识，具备独立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方式，能够对
外在世界作出反应。“万物有灵论”因应的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类世以后遭遇的巨大生态危机。[21]香港的能源
主要依赖进口。在 20世纪 70年代，一方面，国际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电力供应面临压力。另一
方面，由于香港长期依赖火力发电，能源的使用不仅成本增加，而且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1]此外，
香港的河流和地下水稀少，水资源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香港面临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所以，当西西建
筑“我城”时，对万物几乎都赋予灵性，她以此种方式构建理想中的人与生态。“我城”里的房子是开朗活泼的，
字词和存钱罐会肚子饿，电线杆也有触觉，巴士喜欢闹脾气，草会对人喊话，袜子也有愿望……所有事物
在西西的笔下都拥有了自己的灵性，人与万物在这个城中和谐相处。在城市空间中，事物不仅具有自身的
思想与个性，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类亦展现出对城市万物的充分尊重。这种人与物之间的互为主体、彼此尊
重的关系，构成了城市生态的一种和谐共生。例如阿果遇到浴缸会道午安，阿邮和大炮们打招呼，阿傻替
大炮拍照等等。神性与灵性弥漫“我城”中，“人仅仅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只有与其他生命同
样的、而非更高的地位”[22]。西西笔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一种基于平
等与共生的互动结构。在这样的关系中，城市并非是人类意志的主观产物，而是由包括自然元素在内的多
重主体共同参与构建的有机整体。正是这些富有生气与灵性的非“人”事物的参与，使城市空间呈现出更为丰
富的生命力与内在和谐。西西通过赋予万物以灵性，展现出她丰富奇幻的想象力与对未来理想图景的积极
建构。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她对自然与人类共生状态的设想，表达了对理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
也构想出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乌托邦。

（二）抗争与挣扎：不必担心

乌托邦文学在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时，并非是一味地顺应与屈从，而是展现出人类主体对自然的回
应与合理利用。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利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逐步改造自然、满足物质需
求。然而，这种对自然的持续干预也带来了生态失衡与环境危机。20世纪 70年代的香港在经历经济飞跃的
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西西试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
使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关系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和可能，进行生态乌托邦的美好构建。在此背景下，她对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反思，并在《我城》中予以艺术化呈现，同时表现其乐观心理。《我城》的第
11节集中反映了生态问题，西西写“石油枯竭了”和“水库干涸了”等资源危机。她在构建生态乌托邦的时候，
不反对人类对自然做合理范围内的改造，而且支持在不过分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让人类拥有自己改善
生活环境的权利。例如城中居民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用斧头砍闪电，抢集电光；利用各种容器
储蓄水资源，使用各种方法储存能源。尽管文本中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这类带有夸张色彩
的叙述策略，实则是西西在构建其生态乌托邦“我城”过程中的一种艺术性想象与有意为之的选择，旨在通过
非现实化的表达强化其对理想生态秩序的构想与批判现实的力度。在虚幻与现实对应下，她同样表达了对
世界的乐观态度：“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不必过分担心的”，“对于这个世界，你无须感到绝望”[23]。

在面对现实这些生态、资源、人口危机的时候，西西并没有采取逃避的态度，而是积极应对。她在文
本中试图解决用电用水问题，让城中人生存得到保障，同时也显示了西西对于这座城的乐观期待和愿望：
人们在面对能源危机的时候，没有放弃，而是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文中借新闻评述员的视角叙述：他从

[1] 参考央视中文国际：《国家记忆·香港生命线》之《照耀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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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曾见过别的城市发挥过类似的同舟共济精神，因此很是感动；同时，他忽然对人类、世界，重新充满
信心。[24]在西西的笔下，城中的人类努力实现“对自然的适应、与自然的和解、与自然的交融”[25]。人类在
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调整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步实现与自然的协同共处，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
共生的理想生态图景。

四、时间维度——向前看和向后看

《我城》的叙述缺乏明确的时间指向，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时间递进结构。基于此，贺小力提出《我
城》存在三重时间建构：凝固的时间，流动的时间，幻想的时间。这种划分方式认为文中时间是主观的，“时
间的分层是通过共时的行为产生”[26]。然而，细细拆解小说中的叙述，可以发现文本中其实存在“隐形的时
间”。西西并未直接给出准确的时间点，而是以意识为载体，以当下为依托，回溯过去，展望未来。保罗·蒂
里希（Paul Tillich）认为，“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
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
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27]。这提醒我们，乌托邦不仅是对未来进行美好遐想的产物，同
样也会从过去社会中提取理想元素进行建构。事实上，西西在《我城》中所呈现的时间意识体现为一种与
主体意识紧密交织的内在时间结构。时间不再是线性、客观的背景，而是随意识的流动而变动，与现实的
当下形成对应与交汇，展现出一种隐秘而深层的时间意识形态。换言之，西西呈现的是一种心理时间，而
非现实中真正流逝的线性时间。这恰与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时间观相似：过去在记忆里，现在在感知
中，未来在期待中。[28]西西正是立足当下，通过向前看与向后看，进而于无形的时间意识中蕴含乌托邦的
建构。

（一）向前看的乌托邦——展望未来

“向前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基于现在向未来推进的，它所描述的是关于未来的愿景，这是一种展
望性的文学想象。“未来意识与对‘新’的向往，是《我城》里最显而易见的时间痕迹”[29]。《我城》的开篇以
阿果父亲的葬礼为始，这一事件不仅象征着父亲生命的终结，也标志着主人公阿果新生活的开启。随葬礼
而来的搬家成为叙事的新起点，开启了阿果生活变化和个人成长的新历程，从而引出时间意识中的“新”。葬
礼在文本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死亡的具体展现，也是时间更替的契机。在第 9节中，西西通过对
出殡场景的细致描写，深化了这一意识。她在章节结尾写道：“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总有这些那些，和我们
默然道别，渐渐隐去。”[30]此处的“道别”寓意着过去的消逝与未来的开启。而在对死亡的描述里，西西更明
确指出：“人是不生不灭的呵。你以为我死了之后，我就没有了么。什么地方没有我呢，我成为历史，我成
为过去的经验，我是过去与未来的一道桥。”[31]死亡在此被赋予具有超越性的时间意义，其不再只是象征终
点，而是成为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体现出她鲜明的未来意识。此外，在第 18节的收束部分，文本
以连续 5次“再见”结束。重复性的词语既构成了对“过去”的情感告别，也象征着城市与人物将持续向未来行
进的开放性。文中对未来的准确书写出现在第 4节和第 5节中，西西在这两节中准确使用了表未来的词——
将来，这是西西未来意识的显著表达。在第 4节中，阿果作文的题目是“将来”，其围绕“将来”表明了自己的
愿望，阿果希望将来可以拨电话到月球、土星、银河上，这种具有童真的愿望也暗含科技可能带来的乌托
邦图景。电话作为 70年代的新兴科技产物在《我城》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现实与未来的重要媒介与承载
“我城”未来发展的叙事工具。在第 5节中，阿发的愿望之一是“将来长大了要创造美丽新世界”[32]。“将来”
作为明确的时间指示词，将叙述视角从现实抽离，投向具有开放性的未来。将来的“美丽新世界”显然承载着
理想化的未来图景，表达了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期许，使文本由当下的城市现实转向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场
域。而西西的未来意识同样体现在对本土空间之外——外太空的遐想，她在文中多次将地球与宇宙联结，
进行一种互动式的未来书写。书中的第 1节搬家、第 3节超级市场节目、第 4节以“将来”为题写作文、第
18节与陌生声音对话均可见外太空或宇宙的元素。特别是在第 18节中，阿果与神秘声音的对话体现了西西
对未来的美好遐想：人类会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丽的新世界。[33]这是对前文阿发愿望的回应，也是西西对
未来的眺望与书写。通过对未来图景的持续想象，体现了西西在乌托邦建构中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在这
一过程中，乌托邦不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在对未来的展望中被具体而稳固地塑造为一种可能的现实。

（二）向后看的乌托邦——回溯过去

“向后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追溯式的，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和复归。在《我城》的时间意识中，
明显蕴含一种对以往的追寻。这种追寻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牵涉对身份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探究。西
西通过回溯性的记忆和叙述穿插，实质上是对自身及集体身份的持续探问与重构。陈洁仪认为这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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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立根小说”概念来解释[34]，而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西的“寻根意识”。当香港在英国和中国的夹
缝中生存之时，港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身份上的不
安意识进一步加剧。在“现代‘入侵’之下，‘前现代’的美好早已失落，‘传统’成为乡愁的乌托邦”[35]。因此，
西西将目光投向过去，意图在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中寻求身份的根源与定位。此种回溯式的身份建构体现
出一种典型的“乡愁乌托邦”式想象，既是对“我城”的情感投射，也反映了在现实认同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与文
化寻求。在《我城》中，“向后看”将香港与中国连接，成为“乌托邦香港”构建的重要支撑。西西在书中将家
国意识贯穿，试图找到属于自己和港人的“根”。在文中，她笔触多次涉及对内地的描写，最为明显的“寻根
意识”体现第 12节与第 17节对黄帝的两次书写上。她明确表示喜欢黄帝并愿意做黄帝的子孙，展现出一种
重复性的追寻。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代表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起源，承担着凝聚族群意识、构建文化认同的功能。两次书写黄帝不仅唤起港人对民族起源的
追思，也显现出对自身文化归属与身份的思考。在《我城》中，黄帝成为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从而揭
示出西西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对身份的复杂思索与持续追问。在只有城籍没有国籍的尴尬情况下，西西对做
一个炎黄子孙依然有很强的执念。这不仅承载着她个人由内地迁居香港的独特经验，也映射她建构“家园[1]

乌托邦”的文化设想。在第 13节中，母亲通过记忆追问阿果看见了什么，最后引出了“天佑我城”这个蕴含着
乐观精神的愿望。“天佑我城”来源于英国的国歌《天佑女皇》，西西在这里把“女皇”一词改成“我城”，试图
打破殖民话语对本土的遮蔽，开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经验与主体意识的重新命名过程。在对过去的追溯中，
通过“阿游记得”，西西再次将香港与中国联结：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36]空间的
轮廓、界限和地理往往被用来作为身份认同的论述工具。[37]阿游的记忆勾起对国家地图的想象，西西希冀
从过去中展望未来，她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其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城。

结语

《我城》是“一本有关年青人在这个城市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本土意识萌芽的香港活现眼前，既
描画美好一面，亦带有时代隐忧，整体是一片希望、朝气勃勃，正立于发展起步点的年青城市”[38]。香港这
座城市在当时既充满忧虑，也孕育希望。正是基于强烈的爱港情怀与深切的忧患意识，西西创作了在香港
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我城》。本文对《我城》的乌托邦意识与书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乌
托邦与香港和“我城”的关系出发，分别讨论“我城”中人与城、人与自然、时间维度的关系。通过分析，可以
发现西西在《我城》中并未构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梦幻乌托邦，而是通过扎根香港这片土地，进行富有
创意的想象，勾画出一个“香港乌托邦”。“乌托邦对理想城市的想象始终伴随着现实城市，同时又与现实城
市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保持了对现实城市的批判性，又具有未来的指向性”[39]，西西在作品中通过文字塑
造的“香港乌托邦”，突破了传统地域的限制，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这一构想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香
港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突出与批判了彼时香港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表现了其对香港未来发展的积极展望。
《我城》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和现实结合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文化符号，使得文本在不同的历史和社
会语境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着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正如陈智德评价：“香港是一个充满
行动的世界，顾不上理想。如西西这样，沉溺在醒着的梦里，无功无用，实在是这世界分出的一点心、走
开的一点神。所以，西西其实是替香港做梦，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西西，她是香港
的说梦人。”[40]此后西西也沿着她的乌托邦设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的造梦，例如此后她在《浮城志
异》中塑造的“河之第三岸”，再到《飞毡》中发出“乌托邦就在肥土镇”的感叹，其乌托邦构建也随之延续下
去。

[1]“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
思乡感、归家感。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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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the "Brave NewWorld": A Study of Utopian Writing in My
City

Chu Yingzhu1
1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My City not only marks the emergence of Xi Xi’s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er utopian writing. In her works, Xi Xi constructs a “Hong Kong
utopia” imbued with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city, human and nature, and human and
time. This utopian vision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reflecting the complex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dentity issues of Hong Kong during that period.
On the one hand, her utopian writing convey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ciety; on the other, it embodies a hopeful outlook toward future social structures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utopia becomes not
only a mirror space for critiquing reality but also a spiritual vessel for envisioning a future
community, illustrating Xi Xi’s profound concern for Hong Kong’s present condition and its future
possibilities.

Keywords:Xi Xi; My City; Utopia;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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